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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自然美的根源和本质

[摘  要]本文通过对自然美的根源本质的研究与阐述，从中国美学史和西方美学史不同的角度生对自然美进行探讨。从而对自然美的根源和本质加以阐述。

[关键字]自然美、根源、本质

自然美是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对于自然美的本质和本质，中西美学史上都有很深入的探讨。本文旨在通过对中西美学史史料的大致梳理，来追溯不同时代不同思潮对自然美的规定，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不同的美学思潮。
一、何谓自然美

　    “自然美”一词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自然作为名词，即英文中的nature，自然美即beauty of nature，属于美的形态范畴。二是，自然作为形容词，即英文中的natural，自然美即natural beauty，属于美的风格范畴。与第一个“自然”相类似的词有天地、山水，较窄的有田园，较宽的有宇宙；与第二个“自然”相类似的词有天然、本色等。

    第一种自然美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无上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具有精神家园的意味；而在西方美学史上却受到贬抑，隶属于神，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兴起，自然美才得到注目和歌颂。第二种自然美的观念则主要来自中国的道家思想，指崇尚自然、本色的美。

二、中国美学史上对自然美的探讨
　
自然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极大的空间，包括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儒家、道家和禅宗思想中，自然美都具有核心或比较核心的地位。如儒家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道家的“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又如禅味颇浓的诗“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再如人物品评与文学批评中也常拿自然之美作比。前者如《世说新语》中评价嵇康“萧萧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后者如钟嵘《诗品》以“流风回雪”和“落花依草”来评价“清”和“媚”两种不同风格的诗歌。由此可以看出，自然美对中国文化的根本性、全方位、渗透性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先秦儒家的自然美观念。孔子没有专门谈自然美的问题，而是将自然美与人格美相比附，从自然美中见出人格美。如“智者乐水，仁者乐水，智者动，仁者静”说的是水因其流动不居特点而赢得灵活、机敏的智者的喜爱，而山因其宽厚静伫的特点而赢得稳健、沉着的仁者的喜爱。再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中国古代的人们对松柏的欣赏是因为它们能够经历严寒最后凋谢，与人的坚毅品质相似。这种审美意识一方面忽视了自然美的独立审美特征，另一方面却彰显、奠定了中国人欣赏自然美的思维方式。李泽厚和刘纲纪认为，“人所欣赏的自然，并不是同人无关的自然，而是同人的精神生活、人的内在情感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是人类对自然与人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同形同构的对应关系的最初感知。”
    这种将自然与人紧密联系、比附的思维方式最典型的见于《周易》。《周易》的“八卦”就代表了自然物：天、地、雷、火、风、泽、山、水。由此推衍的64卦的卦辞也都是拿自然现象来象征、说明社会人事。如乾卦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以天的运转不止来说明人应该效法自然之美，刚健，自强。总之，儒家和社会伦理方面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周易》都把自然美与人事相联系、相统一，认为人道应效法天道；自然之美处处喻示着、象征着伦理道德之美。

    先秦道家对自然美的欣赏比起儒家要更为纯粹、独立。道家也认为人应效法自然，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但与儒家不同，儒家从自然中看到了自然的“有为”，而道家却看到了自然的“无为而无不为”。道家崇尚的自然是本真的，不加修饰的自然，没有文明社会的伪作。这就从前文所区分的第一种自然美通向了第二种自然美，即崇尚自然、无为、本真的“大美”。在《庄子》一书中，曾多次谈到“天地之美”。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在庄子看来，天地之美在于其自然无为的根本特性。庄子还提出“圣人法天贵真”，这也与儒家明显区别开来。儒家欣赏自然美，是因为从中看到人格之善，道家欣赏自然美却是从中看到人性之真。儒家崇尚人的修养之美，要“文质彬彬”、“美善相乐”。人格美是第一位的，自然美处于比附、象征地位。道家崇尚“天放”、“法天贵真”。自然美处于人性的家园地位，主张从纷杂的人世间返璞归真，游于物之初，徜徉于天地之间，“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种自然观体现在人生理想上，就是强化了许久以来的隐逸文化；体现在文学艺术的创作、鉴赏上则一方面使山水诗、山水画得以兴盛，一方面开启了崇尚清新、恬淡的诗画传统。从题材到风格都有深远影响。

    魏晋玄学的兴起使自然美获得独立而巩固的审美地位，并且加强了人与自然的融合，使自然山水在文学艺术领域开始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指出：“自竹林名士开始，玄学实以庄子为中心”，而庄子的精神是“只有在自然中，才可以得到安顿”，“所以玄学对魏晋及其以后的一个重大影响，乃为人与自然的融合”，“其价值及其透入于历史文化中既深且远”。徐复观认为：人物画即使达到了“气韵生动”的标准，仍不能满足创作者欲将自身的人生理想、精神抱负放进所画对象之中的愿望，只有自然——山水才是真正的归结之地。自然山水具有了精神家园的哲学意味和精神意味。由此，山水画成为中国画的主流，比西方的风景画早了1300年到1400年之久。不仅如此，后者更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客观摹写，而不具备前者的家园意味。

    自然山水与文学的关系同样如此。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欣赏者都能从山水诗所描绘的自然中看到天地的“大美”，得到悦心悦意的审美享受。孙绰《游天台山赋》：“太虚辽廓而阂，运自然之妙有。”自然之中有最本真的东西，需要人们去体悟、欣赏，描写自然的诗文层出不穷。从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人们可以看出万物萌生的勃勃春意。但徐复观认为：“谢灵运并未曾真正安于老庄的人生态度，所以他的诗缺乏恬淡自然之致，所以真正体现老庄的自然观的诗人，最典型的只能是陶渊明的田园诗。”确实如此，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田园对一个脱离官场的知识分子的心灵起到多大的安顿和慰藉。李泽厚、刘纲纪认为：山水诗在玄学盛行的社会风气下，只是从自然山水为玄理找寻形象的佐证和图解，从而造成了玄理与山水、哲理与生活的对峙。只有到陶渊明，才真正把玄学和佛学追求的人生解脱放到了最平凡的日常田园生活中。也就是说，像孙绰的“自然之妙有”只是以抽象的玄理去解说自然，而陶渊明才真正将自然与人心融合在一起。由此，自然美作为一种无上重要的美学形态存在于中国文化的各个支脉之中。

    与此相关的是作为美学风格的自然美的发展与作为美学形态的自然美的发展并不同步。在诗歌方面，因为六朝崇尚侈丽的文采，陶渊明的“平淡”风格并未得到时人的重视和肯定。只有钟嵘才欣赏到陶诗的自然之美。钟嵘在《诗品》中提倡诗歌要有一种完全出于自然的美，也就是“自然英旨”。到初唐至宋，平淡自然的诗风才得到逐步的认识与充分的肯定。李白提出诗要“贵清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主张。而皎然对“自然”则有辨证的思考，他提出诗要“至丽而自然”、“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的自然倒是保全了自然本真之貌，但不如经过思索锤炼出来而具有等闲气貌的诗篇。这种既保留了本身的流畅清丽又删掉了本来的粗糙平庸，是造出来又不留痕迹的自然。这样的自然观可以从《周易》“贲卦”中找到源头，即“白贲无咎”，是说修饰的最高境界看起来像是毫无修饰的自然美。这是很深刻的观点，比盲目单纯地去追求自然美要高明许多。

    无论是从美学形态而言，还是从美学风格而言，自然美在中国美学史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推崇。史料浩繁，因为后来人的评述都大同小异之故，所以在此就不再一一分析。
　

三、西方美学史上对自然美的探讨
　
自然美在西方美学史上所占据的地位比起中国要逊色得多。这源于中国的智慧模式是天人合一，天地人同在，而天地的天道规定了人道，天具有伦理性和自然性的特点。而西方的智慧模式是人神同在，天、地、人、神，神是天、地、人的规定者和创造者。这就决定了天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

    在古希腊，柏拉图认为一切美的自然物都不是真正的美，而只是“上界事物在下界的摹本”。个别事物的美，例如“大地，天空之类的美，都根源于美本身”。公元3世纪，新柏拉图派的普洛丁发展了这种观点，并加上了基督教的神学观念，认为一切自然物的美不在物质本身而在反映神的光辉，分享到了神性。自然美在这里基本上见不到影子，即使有，也是非常次要的，它所反映的“神的光辉”才是美的所在。

    柏拉图与普洛丁都把自然美归于分享了理式或神性的美。而黑格尔则将之归于理念。他指出：“理念的最浅近的客观存在就是自然，第一种美就是自然美。”但自然美在黑格尔这里并不是真正的美。因为自然美是由理念派生出来的，而理念在自然事物中却找不到自己，徘徊挣扎最终又从自然存在中挣脱出来，进入心灵领域中。黑格尔认为自然美没有自意识，“概念既不确定，又没有什么标准”，从而必须“把自然美排除于美学范围之外”。黑格尔的谬误在于他自然美根源论的谬误。柏拉图、普洛丁、黑格尔考察自然美的根源都不是从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出发，不是从现实的自然事物的美出发，而是从抽象的理念出发，归根结底都是神秘的创世说和目的论。由于对神的膜拜而导致对现实的自然美的轻视或忽视，柏拉图说：“美的自然事物‘卑不足道’”；普洛丁说：“偶然遇见神的形象之后，就不再欣赏其他物质美。”

    18世纪，英国的休漠认为自然美来自人的心灵。休漠说：“美不是客观存在于任何事物中的内在属性，它只存在于鉴赏者的心里。”休漠的观点有点类似于中国儒家对自然美的欣赏，都肯定审美主体的心理，情感对美感的作用。但不同的是，儒家同时肯定自然的美感和审美主体的意识，而休漠则是否定客观的自然美，只承认鉴赏者的审美心理。康德的观点同样如此，认为美感产生于鉴赏主体的趣味判断能力。康德的贡献在于区分了自然美中的两种风格——崇高和优美。自然事物中“令人恐惧的对象”，如“好像要压倒人的陡峭的悬崖”、“惊涛骇浪中的汪洋大海”等激起我们的崇敬与惊羡就是崇高，而令人愉快的事物则是优美。康德主要从形式上来区分，规定美的风格。

    法国启蒙运动中卢梭把自然与社会文化对立起来，认为人性生来都是善良的，只是被社会文化教养坏了。因此，他认为近代人的出路在于“回到自然”。这种思想与中国古老的道家思想有相通之处，都认识到自然对人心灵净化的重要作用。在19世纪的浪漫运动中，英国的湖畔诗人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等人都对自然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给予热烈的歌颂。

    以上梳理了西方美学史上的美学家对自然美的规定。可以看出，自然美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微不可见的；而对于中国，却有着极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中国美学的特质之所在。
追溯了自然美的根源，笔者认为对待自然美的态度就是让其如何对现实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日益关切，自然美的问题，再一次成了当今美学讨论的热门话题 。人们相信，通过对自然美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的环境保护提供一种可靠的依据。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自然美的问题不仅与环境保护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整个美学基本理论有关，它将促使我们对流行的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体系作出适当的修正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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